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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中国的农业转型

———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陈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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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
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
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
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
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
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

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 ; 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
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

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
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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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段时间里，农业问题一直被中国政府和学者视为如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特别是粮

食供给的问题。所以，当粮食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后，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了［1］7。此后，农业问题要么被认为是专属于农业经济学而为社会学者所放弃 ; 要么被整合到
“三农”问题之中，依附于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 要么被乡镇企业、地方政府行为等话题所遮蔽。
总之，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农业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
但事实上，农村改革四十年间，农业领域本身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例如，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兴起，与此相关的农业生产形式、农地制度、
农民群体等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然，中国农业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
响，使得学界不能再忽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2］。
本文将中国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变化称为“农业转型”。不少学者已

就中国农业转型问题展开了讨论。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已经资本化，表现为资本、土地
等生产资料日益为农业企业等资本所掌控，而直接生产者则越来越依赖出卖劳动力维生，但土

地集体所有制对农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3］。黄宗智等［4］也认为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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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化，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小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中国农业在转型过程中非但没有

出现西方经验中的大规模无产化特征，反而呈现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特征。此外，一批
亲小农学者认为，虽然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触发农业转型，但是由于小

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资本经营农业失败，中国农业生产将依旧是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小农农
业经营体系［5－6］。与上述观念不同，严海蓉、陈义媛［7］指出，在资本下乡和农民分化这两股力量
的推动下中国农业已经是资本化了，而且资本化农业中雇工的比重已经达到 28%。尽管小农生
产保持着“家庭农业”的形态，但实际上已经被龙头企业通过“隐蔽的雇佣关系”构连到资本积
累链条之上，成为隐蔽的农业雇工［8］。
显然，上述研究都认为中国农业已经资本化，但就小农是否会无产化、小农生产将何去何从

的问题则仍存有较大争议。而令人困扰的是，上述研究的观点各自都能找到案例来获得证实。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应该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如果不探究
中国农地制度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变化发展，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当下的农地制度依旧是小农生产

体系的基础 ; 如果不分析过去四十年商品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战略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
化，也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农业生产依旧 ( 而且仍将 ) 是以小农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总之，对
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思考应当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来展开，不能只关注当下的政策

和市场环境，更不能囿于农村改革之初的状况。
本文将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来呈现

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动起伏直接关系到中国农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具体而言，农地制度决定的是“农地怎么使用和被谁使用”的问题 ; 农民群体分化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兴起决定的是“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问题来展
开讨论 : 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中国农民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兴起将对小农农业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 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本文力图呈现中国农业

转型的具体历程，最终回答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二、农地部分商品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国农村建立了“两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即所有权归村集
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这一农地制度奠定了中国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这一制度安
排在初期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小农经营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为此，国
家开始提倡土地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此为出发点，本节
将依循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两条线索来梳理中国农地制度的变与不变。
( 一)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村土地承包始于 1978 年，但在 1984 年之前这还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短期政策，当
时没有确定土地承包期限。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责任制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
察。尽管 1978 年到 1984 年“增产又增收”的局面消除了部分阻力，但 1984 年后出现的粮食产
量徘徊局面，使提高土地生产率成为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对于粮食产量起伏的问题，改革者
认为其原因在于农民缺乏稳定的土地投资预期，因而不愿对土地投入，而非生产责任制的问

题［9］，所以改革的思路就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因此，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土地承包
期限确定为十五年。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的 1993 年，中央十一号文件
将土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并且还提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建议。政策目
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尽管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实际上农村地区土地调整现象十分普遍。一边

是中央要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另一边则是农村地区土地调整频繁。这一矛盾背后实际上体现
了中央与农民在土地使用逻辑上的差别 : 中央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其关心的是何种政策、制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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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可以稳定农民的投资预期，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 ; 而农民遵循的则是公平原则，他们首先考虑

的是生存问题，在非农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土地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面对这一状况，
一方面，中央继续发文要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比如，1997 年中央十六号文件要求整顿“两田
制”，将集体“机动地”控制在耕地总面积的 5%之内，从而限制了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利。另一
方面，中央则开始通过法律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例如，1998 年《土地管理法》和 2002 年《农村
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地的调整、承包关系的变更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最终，在政策和法
律的作用下，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得以稳定下来。为了继续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在 2017 年十
九大报告中决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综上可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是近四十年中国农地制度“不变”的一面。对农业生产来

说，“不变”有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但其产生的结果却是强化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弱化了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10］131，而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地制度能够维持小农生产

的依据所在。
( 二) 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在看到中国农地制度“不变”的同时，更需注意其“变”的一面。事实上，为了实现农业现代
化必须逐步推进规模经营，这是一开始政策制定者就很清楚的问题［10］109。显然，要实现农业的
规模经营就必须推动土地流转。在改革之初，中央就已开始鼓励土地流转。1984 年和 1986 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尽管 1986 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还不得出
租，但在 1988 年的修订中“出租”两字就被删除，这表明土地使用权已可依法转让和出租。此
后，中央逐渐允许满足条件的地区开展土地流转工作。1993 年中央十一号文件允许在少数第
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地方，调整土地、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遵循这
一文件精神，1995 年国务院七号文件就首次明确提出 :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家
庭联产承包制的延续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 ; 并建议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机制。总的来说，尽管在 2000 年之前就开始允许土地流转，但为防止影响土地承包关系和农
村社会的稳定，中央仍旧持谨慎的态度。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以及愈演愈烈的土地抛荒现象，不仅土地生产率成为问题，甚

至连国家粮食安全都难以保障，因此，中央开始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来解决“没人种田”
的问题。2001 年中央十八号文件首次提出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四大核心原则，这一文件的公
布正式拉开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序幕。紧接着，2002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进行明
文规定。农业部据此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五种最常见的土地流转方
式———转让、互换、转包、入股、出租等做出详细规定。
由此可见，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要推动土地流转构成了中国农地制度“变”的一面。不同

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推动土地流转不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伴随土
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受到较大冲击。
( 三) 农地的部分商品化

纵观近四十年的农地政策可以发现，中国农地制度中存在“不变”与“变”两个面向。土地
承包关系的稳定是“不变”的一面，这有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但是，推动土地流转这
“变”的一面则是在冲击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中国小农农业经营体系或
许就将在这两个矛盾面向的拉伸中缓慢演变。但是，2014 年“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打破了上
述局面。
细究可以发现，规模经营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土地的分散。而在当前农地制度下土地分散包

含两个层面 : 第一，分散的土地承包权，就是土地经过承包分散地掌握在各家各户手中 ; 第二，分

散的土地经营权，就是各家各户耕种自家的承包地。显然，直接阻碍土地规模经营的只是分散
的土地经营权。这是因为分散的土地承包权虽然也会阻碍土地规模经营，但它必须和土地经营
权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农户获得承包地后还得自行耕种才能形成土地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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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 如果自己不耕种而是将土地流转出去，则不一定会导致土地的分散经营。如此看来，解决
前述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将土地经营权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而“三权”分置的
作用就在于分离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通过区分土地分散承包和分散经营，“三权”分置就
成功调和了农地制度中的两个矛盾面向 : 以所有权、承包权的稳定来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
稳定 ; 以经营权的流转来推动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伴随政策变动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从 2006 年

的 5551．2 万亩迅速增加到 2017 年的 4．7 亿亩，占全国承包地总面积的比重也相应从 4．6%上升
到 35．1%。政策实践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农户正失去土地经营权，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农地制度
基础受到较大冲击。对于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来说，土地将不再是一种生产资料，而只是一
种获取收益的财产性资料。虽然土地在法律上不能买卖，但是土地经营权已像商品一样在市场
上流转。即便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中国的农地已有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因而该制度原本对
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正在不断被弱化。

三、农户兼业化与分化

在农地制度演变的同时，商品关系正迅速渗入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改革市场流通体制，推进农村和农业的商品化。伴随商品关系
的不断深化，原本同质的承包制小农群体开始产生分化，由此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一) 商品关系不断深化

伯恩斯坦［11］155指出，商品化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要素来自市场交

换，并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同时受到市场交换的原则和强制力的制约。而商品化首先意味着
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即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简单来说，农民
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货币，且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数据显示，1980 年中国农户生活消费支出中自给性支出占比 51%，现金支出占比 49%。但

伴随商品关系的深化，农户家庭消费的现金支出比重逐年增高，2010 年一度达到 88%，近几年
则稳定在 80%①。这说明，中国农户的生活消费已被深深卷入商品关系，而货币需求的增加使
得农民必须将农产品带入市场以换取货币，这就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当农民被卷入商品
经济之后，受市场逻辑引导势必为追求利润而扩大产出。一旦农场进入货币经济领域和商品循
环圈，对量的追求即获取最大数量成为第一位的目标［12］。而户均耕地面积小的现状则使得大
量投入农业化学品成为中国农户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唯一途径。所以即便农资投入成本不断
上涨，但为了增加产量和货币收入，农民还是在生产中投入大量农业化学品。从 1978 年到
2016 年，中国的化肥用量从 884 万吨上涨到 5984． 1 万吨，农药用量则是从 50 多万吨增加到
174 万吨［13］。显然，中国的农业已经成为商品经济，农民则逐渐转变成为以市场为导向、以盈
利为目的的小商品生产者。
总之，农村改革四十年中国农民已深嵌于商品关系之中 : 一方面，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使其必

须进入市场获取生存所需的货币 ; 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货币需求又使其不得不加大对农业生

产的资金投入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促使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而一旦农户被商品关系整
合，他们就不得不服从商品化的动力与强制力，这已经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实践

之中［11］157。
( 二) 农户兼业化

尽管在初期，农民可以分享到商品化带来的好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缺乏市场信息的

农户所承受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等组织的协助，农户要从市场获利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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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他们总是面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政策制定者原本设想通过建立双层经营体制，以
集体的统一经营来解决这一矛盾。但由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衰落，统一经营失去依托，实践的
结果是分强统弱。由于统一经营没有实现，再加上农业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的增加，部分农户
开始被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不少农民纷纷放弃农业转而外出务工，这
就推动了农户的兼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
历时性来看，农户兼业化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常态［4］。通常的解释是，兼

业化是在人地矛盾尖锐、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等不利情况下农户经济的一种主动适应，
是一种经济的、理性的选择［14－15］。但在讨论农村改革后出现的农户兼业化现象时，除了看到农
户的主动性之外，还需要看到商品关系深化带来的冲击。在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已经被“经济
力量的无声强制锁入”商品生产时［11］82，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采取兼业策略。所以，当政
策放开、城乡关系宽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大规模离开农业，进入非农就业领域，由此，中国农
民家庭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兼业模式。
但在商品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户的兼业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其一，农户家庭中的农

业生产日益被边缘化。伯恩斯坦［11］157－158指出，小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农业产出来满
足自己的粮食需求，受他们被商品关系整合方式的影响。历时性来看，在“半工半耕”的兼业模
式中，出卖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攀升，并已于 2013 年超过家庭经营收
入。对不少农户来说，今天的农业生产只是提供了一种食物补充而已，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劳动
时间都已投入非农就业领域。随之而来的则是土地价值的下降。如果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土
地是根的话，那么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出路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他们通常不知道
自己家里有几亩地，不知道家里种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16］。如此，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农
业或将逐步被放弃。其二，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
风险已使得部分农村劳动力“去农业化”，而他们的离开就给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农群
体的产生提供了机会。通过自发流转土地，中农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中农开始产生雇工和购
买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部分中农或许还想流转土地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由此，中农群体的
需求也在逐步推动农户间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 ( 包括劳动力市场、农地市场、农机作业市场 ) ，
而这也就为之后的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 三) 农户分化

商品关系的深化在普遍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同时，也使原本同质性极高的农户出现了显著

的分化。通常认为，农户分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工资收入。但相关研究表明，从 1991 年至 2011
年，中国农户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农业经营收入的差距则在不断扩大［17］。也就是
说，农户在土地、劳动力、资金、市场信息、人际关系等资源的控制力和获取力上出现了显著的
分化。
因为各种前期资金积累以及个人较强的经营能力，小部分农户较为幸运地转变为大农。尽

管大农的数量较少，但其凭借自身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了较多的土地资源，具有更高的生

产资料购买能力，还开始雇佣劳动力来替代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不仅如此，大农还时常投资粮
食加工、贸易、农资销售、农机出租等活动以实现更快、更多的积累。并且，他们有更为充分的市
场信息、更为深厚的政商关系以确保自身经营的成功。与此相对，大部分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信
息、政商关系，还是投资才能上都与大农相差悬殊。他们只能依靠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
力，甚至到大农的农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实现自我的简单再生产。兼业化进程下产生的中
农群体也处于分化状态。事实上，中农群体的产生本身就是农民分化的结果 : 其经营规模的扩
大恰恰是其邻居、亲戚和朋友农业经营失败的结果。虽然中农的经营还没有突破小农生产，还
是农民经济内部一种“有分化未突破”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内部已经积蓄了突破性的力量，一旦
发展的现实障碍被清除，量变就会导致质变［18］110。中农群体的不稳定一方面导源于其内在扩
大规模、实现积累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资本下乡的冲击。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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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农幸运地扩大经营规模转变为大农，而大部分则因受到各种冲击无法维持现状而退回到小

农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农户分化并非导源于新近的资本下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实际上一

直贯穿于四十年历程之中。农户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农村内部资本的形成、资本作用半径的扩
大和作用的增大、多数小农在市场化环境中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下降［15］。正因如此，四十年中
农民分化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四十年来中国农民与市场的关
系已经非常紧密。商品关系在农村地区的渗透使得农户生活资料商品化，为了换取货币以满足
日常生活，中国的小农农业开始商品化。但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使得大部分农户无法通
过商品化的农业来获取足够的收入以维持家庭再生产，这就迫使农户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的策

略。农户兼业化一方面使得土地价值不断下降，年轻人纷纷逃离农业和土地，出现了自我驱动
的“圈地运动”; 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农群体的产生，并推动着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内部的量变。
伴随商品化进程的加深，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而这将显著地推动中国的农业转型。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小农生产式微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不断凸显的食品安全问题、农民增收问题以及中国农业竞争力问题，
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国家提出农业产业化战略，而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以深
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11］111。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
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会对小农农业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

( 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统称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龙头企业一直被视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政府希望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帮助农户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
的矛盾，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但龙头企业与农户作为两个相对
的市场主体，前者并不承担向后者返还利润的义务。有鉴于此，从 2006 年开始，国家开始大力
扶持另一个农业纵向一体化的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能使耕作者获得来自加工和销售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只看着它们完全流入龙头企业或中介

商人之手［19］。不同于前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从农民群体内部发展
起来的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仍保有“家庭”的外衣，但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内
在经营逻辑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它们的发展恰恰是对家庭经营突破的结果。专业大户和家庭农
场已经离不开雇工，且经营规模越大，雇工投入的比重越高。农业雇工的大量投入说明专业大
户和家庭农场的生产已不再是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求，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不断积累的基础

上扩大再生产。
尽管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

问题也是不断出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 第一是土地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区别于小农
户的首要特征就是土地规模经营，但现实是农户分散的流转意愿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连

片集中的需求之间就会产生矛盾［20］。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与监督问题。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雇佣劳动力，但劳动力工资构成了规模经营的结构性限制［5］，同时也带来

了劳动监督的难题［21］，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导致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低下。第三是
社会基础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势必嵌入乡土社会，若处理不好与乡土社会的关
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会受到乡土社会的排斥［22］。但是，在近几年的实践过程中，上述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有效解决。研究揭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会积极推动土地的连片
集中，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面对的土地问题［23］。而对于劳动监督和
社会基础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吸纳村庄经营、分包土地、利用乡土准则等方式也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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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予以了解决［24］。
总之，在地方政府的帮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努力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逐步

发展起来。数据显示，龙头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 13． 03 万家［25］。从
2010 年到 2016 年，龙头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已经从 1508 万亩增加到 4638 万亩［26］。而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 2017 年底已经达到 193．3 万家，入社农户超过 1 亿户，平均每个村有 3 家合作社，
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 46．8%［27］; 流转土地的面积也从 2010 年的 2216 万亩增加到 2016 年的
10341 万亩［26］。经营土地面积 100 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在 2012 年底就已达到 270 多
万户，其中，家庭农场 87．7 万个，平均规模为 200．2 亩，是全国户均经营耕地面积的 27 倍［28］。
( 二) 小农生产式微

就政策意图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除担负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任外，还有带动和组织小农

生产发展的义务。但现实是，汪洋大海般的承包制中小农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他们既不能被
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专业合作社带动［29］。
“公司+农户”是龙头企业带动小农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农民与市
场的距离，但这也使农民无法真正接触到市场。因为在没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农民进入市场
的通道为公司所控制。在流通领域( 生产投入和市场销售 ) 被公司控制的情况下，农民通常只
能处于依附地位［30］。此外，农业公司更倾向跟大农而非小农展开订单合作，普通的小农户难以
被惠及，结果加剧了农户的分化［31］。尽管中央一再要求限制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但正如上
文数据所显示，过去几年间土地经营权一直在向龙头企业集中，而这显然对小农生产造成了极

大的冲击。资本下乡不仅在农业生产领域各个环节排挤中农与小农，而且导致部分农户与土地
相分离，使其有失去土地保障的危险［21，23］。
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尽管看似发展兴盛，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假合作社”［32］。有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纯粹就是为套取国家补贴而建立的一个空壳，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 ; 有的实际上是

披着合作社外衣的龙头企业 ; 还有的则是政府部门为完成考核任务而组建的 ; 而更多的则为大

户主导和控制［33］。在这一情况下，作为结构性存在的农户分化逐渐被内化到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部。它内部执行的仍旧是“大农吃小农”“公司吃农户”的逻辑［15］; 核心经济目标也已经被精
英们成功过滤，从而使得现存的垄断被加固，农民与商业之间的不平等被维持［34］。更为吊诡的
是，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非但没有表现出天然的反市场性［35］，反而表现出强烈的亲资本性 ;

甚至已经被地方政府、下乡资本和乡村精英异化成包装资本下乡的工具［36］。因此，这些农民专
业合作社非但没有为小农户赋权，反而成了资本和大农盘剥小农户的工具。结果是小农户在其
内部少有发言权，并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进一步加剧了小农户的式微。
如果说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的是从外部冲击着农民经济，那么专业大户和家庭

农场则是从内部冲击农民经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在农民群体内部树立了发家致富的榜样，
并且激励着更多农民从事自下而上的资金积累。而作为小农生产方式主要担当者的农民群体
从内心接受规模经营理念并从内部生发出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标志着小农生产体系这座

坚固的堡垒已经开始从内部瓦解和崩溃［37］。但现实是受制于市场条件、企业家能力等因素，真
正能成功实现资金积累、扩大经营规模的小农户只有少部分。结果是众多小农户放弃农业生
产，或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出雇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除此之外，尽管中央出
台各种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要求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一

直基于自身利益在积极推动土地的规模经营，并集中各类项目资金用于“树典型”“垒大户”，力
图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扶强不扶弱、帮助大农打败小农的做
法直接导致了小农生产的式微。
总结而言，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国家试图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商品关系来推

动农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在国家扶持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 : 相对数量庞大的小农
户，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掌握的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等生产资料远多于小农户 ; 他们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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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优势，对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不断使小农户附属于自己 ; 他们是中国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的主导者，有力地促进着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但在发展的另一面呈
现的却是“去小农化”的趋势 : 数以亿计的小农户不断被排挤和边缘化，正逐步失去主导地位，
并不断附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其土地和劳动力的供应者。就此而言，农村改革之初建
立起来的小农农业经营体系正在被逐步瓦解，而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取而代之。

五、结论及讨论

基于对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并力图回答小农生产何去何从、
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通过对四十年来农地政策的梳理，本文认为农村改革之初建立的“两权”分置的农地制度，

对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之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这一政策面向也
在不断通过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来稳固小农农业经营体系。不可否认，这对于中国农民
的土地权益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农地政策中变动的一面，即
政策一直在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而这一面向显然不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固。
但这一稳固与瓦解的平衡，在土地“三权”分置之后开始被打破。尽管农地不能买卖，但土地经
营权已可以如商品般流转。就此而言，中国的农地制度虽然仍会有保护农户的作用，但实际上
已经力有不逮。现今，农地正快速从小农户手中转移到拥有丰厚资本和政治关系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手中，而农地制度的这一显著转变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农业转型。
如果说国家力量通过转变农地政策冲击着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农地制度基础的话，那么商

品化的力量则通过不断分化农民群体的方式从内部冲击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在“经济力量的无
声强制”下，农户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的策略来维持家庭再生产。兼业化在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
商品化的同时，也使得农户间农业经营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大农与小农的分化。随着
商品关系的深化，大农与小农在资金、资源、政治关系、经营的逻辑等各个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扩
大。在农民群体内部不断分化、小农经济疲敝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趁势而起。虽数量
不多，但其经济实力远超小农户，且得到政府的支持。作为外部资本的龙头企业先是从流通领
域，后是从生产领域不断冲击农民经济 ; 家庭农场则是从内部不断冲击农民经济 ; 而意在扶持小

农的合作社反而成了资本和大户盘剥小农的工具。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自身雄厚的
实力从土地流转市场上获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断将小农户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 ; 另一方面，他

们又凭借对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流通领域的控制，不断使小农户依附于自己的积累体系。显
然，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承包制小农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式微。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随着土地流转的大规模推进、农户兼业化和分化的加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快速兴起，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在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实力雄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承包制小农将不

断被边缘化并被吸附到前者的积累体系之中。那么，在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小农户的出
路又在哪里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说明中央

已经注意到小农户的处境，但如何来改善小农户的处境呢? 从本文分析来看，之前采取的“公司
+农户”和异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路径值得商榷，否则只能使小农户的处境更为恶化。而自由
市场派学者不断呼吁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以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来解决小农户的困境，但

如果回顾农村四十年的历程就会发现，当下农村社会出现的过度分化和不平等现状，恰恰就是

导源于过度商品化。
由此看来，今天在中国农村是否继续推进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资源的持续商品化，特别是土

地的商品化，值得停下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波兰尼所说的“双重倾向”的另一面向，即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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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度商品化的趋势，从而将市场扩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方向［38］。当然，本文在这里并没有
全盘否定商品化在促进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想要指出的是，难道中国农村

发展就只有商品化这么一条路径吗? 抑或是还有另类的发展路径? 此外，尽管“两权”分置、
“三权”分置已经弱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但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依然存在。在这一制度优势下，
如何通过壮大集体经济以使其在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构筑和完
善双层经营体制“统”的一面，完成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另一半的改革”，或许应该是接下来学界
要思考和政策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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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A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Rural
Change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EN Hangying

Abstract: China’s agriculture is undergoing a rapid transformation，but there is still much controversy
among scholars about where the peasants will go and where Chinese agriculture will go．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roduce a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ural changes in the past 40 years，this paper explores Chin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policy，the differentiation of peasants，and the
rising of the New Subjects of Agriculture． It finds that，firstly，China’s farmland system has been evol-
ving between two contradictory aspects of stabilizing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 and achieving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relating to farmland”policy recon-
ciled 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As a result，however，farmland tends to be partially commercialized，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on smallholder production has also being weak-
ened． Secondly，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commoditization，on the one hand，continuously impacts the
rural household’s part － time model． While marginal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most of the rural
households，it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a middle－peasant group． On the other hand，the commoditi-
zation continues to differentiate the peasant group，making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large farmers and
small farmers more obvious． Thirdly，und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the New Subjects
of Agriculture are gradually rising，but they have excluded and absorbed small－ scale farmers，rather
promoted and organized them． Those changes ar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from a smallholder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to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is shift on small peasants shoul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Keywor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Farmland Policy; Commercialization;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New Subjects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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